
 

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於 梅 舫

摘    要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识宋学”以“识近代”的论学逻辑，对应的是“理学反动说”背

后隐然预流的以“科学”返看“宋学”的主流认识。“识宋学”首在驳周敦颐“宋学”开山说，以此澄清

 “宋学”精神，去玄注实。其次破“道统”说，重流变，以集合内外的阳明“心学”为宋明理学的自身进化

结果。在此脉络下，最终以上通于阳明《拔本塞源论》的黄宗羲晚年定论，体现“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

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的学术大境界，又能突破“理学”束缚，开出学术的新格局。寄托

了钱穆的学术理想。

关键词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宋学 玄学

作者於梅舫，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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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钱穆自称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缘起于对先行者梁启超同名著作“意见相异”。①结果却是，

 “描述同一时空的学术进程，竟如此异样”的两部学术史，竟然在两位作者身后联袂成为“清代学术史的

权威参考书”，对晚近的清学史书写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以此之故，很自然地激发了后来学者“求真的兴

味”，或另辟蹊径改写清学史，或检讨以冀突破与进展，或补充汇编更具包容性的清学史论著。②这在反

向证明了二位先生所撰学术史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近四百年学术史”确实亟待更完备的检

视与书写。于是，欲承接这一学术史的传统，又不受作者时代认识的限制，最基本的起始点，应是切实认

 

①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63 页。为与梁启超同名著作区分，下文将二书分别称

作梁书与钱书。

②朱维铮称：“梁启超、钱穆的两部同名著作，关注的都主要是那段时间的‘主流’学术史，角度各有所偏。”梁著偏向汉学，钱著偏向宋

学。“两部著作，都是名作，但描述同一时空的学术进程，竟如此异样。”因而发生“求真”的兴味，撰成《晚清学术史论》。（朱维

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5−6 页）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则“以今日之学术眼

光评论前人”，“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台大历史学报》第 26 期，2000 年 12 月）徐亮工

编校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罗志田在导读此书时，称梁、钱二书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指出“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

史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至少应在梁、钱论著外，汇聚乾嘉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的清学论述，以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清学史论

著。（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四川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三者似可视

为改写、检讨、补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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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者描绘清学的脉络流变，深切体会深寓于其中的论学旨趣。

梁、钱二书，都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者对梁书在本子的汇校、原刊与成书文字异同的

爬梳、撰述缘起与旨趣的考察诸多方面，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与切实的进展。①相比之下，学界对于钱书

的研究多以对比两书的内容与“平议”一类为多，对于钱书勾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脉络的详情，以及背后

的现实学术环境与苦心孤诣，仍然有间。②显例之一，便是对于钱书论学最为吃紧的起始论题与核心要

义−识宋学−未作原始要终的考究。

如前人所论，梁、钱二书主要的“意见相异”处，在于一者偏向汉学一者偏向宋学。具体来说，则梁

书以“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作为主线来论述“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以见清代“汉学”相对于“宋

学”的“进化”。钱书则揭出“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以“相异”，以“宋学”的自然演进作为

主线来论述清代学术的脉络，并在历史演化的脉络下揭示汉学、宋学的关系与“评判”是非。③故毫无疑

义，“识宋学”是钱书论学的根本起点与核心要义。

钱穆“教人治理学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正因知人论世，及于学问，可见因时因事的

演进，易于启发。④据此显然有两层互为消息的事实会使任何论述钱书“宋学”笼统概括的努力失

效−其一，宋（明）代学术本身处在历史演化之中；其二，钱氏对于宋（明）学术的认识不仅从历史演

化的角度入手注意其变迁之迹，同时也随学力的增长与体验时事的变动而调整。目前的研究，虽多接受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诸语义相通的名论，然多以各自体认的

 “宋学”为不言而喻的先行学理，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于钱书整体理念、旨趣的学术探讨，却甚少遵循钱书

本身的论学逻辑，原始要终地从钱氏“宋学”理念的因应时代与学术自身演进的脉络中去把握钱氏“宋

学”丰富生动的意蕴及与其笔下清代学术格局的关系。⑤

扼要言之，围绕“识宋学”一义，有两层相互关联的关键事实尚待揭示：其一，今人多着眼于钱书与

梁书的意见相异，重视梁、钱二书内容的比较，忽略梁书本身处在近代以“科学”（汉学）返看宋学的主

流之中，钱书除与梁书意见相异，更主要在借与梁书相异，以“宋学”返看“近代”，介入时代的主流议

题；其二，受钱穆之后尊“朱子学”的认知影响，今人以“朱子学”为钱书“宋学”的核心，与此期钱氏

注重“宋学”自身的“进化”，并归宿于阳明心学“乌托邦”，以开出学术新格局的事实截然相异。本文

尝试基于又不限于以上两层问题，为识钱书所识之“宋学”以见钱书判别学术前进新局的努力，略进一

新解。

二、“科学”观照下“宋学”的“玄学”化

钱书论学主旨确与梁书相异，这一印象深入人心，多少掩盖了钱书更有与梁书承载、反映、应对的时

代论学逻辑“意见相异”的意趣。从与梁书的意见相异处这一显明的事实入手，进入到在此下一层的与时

代学风根本违异之所在，揭示所以然，才能更好理解钱穆的论学本意。

钱穆《师友杂忆》谈到：“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⑥亲身说法地言

明，北京学界的“群相注意”是缘起于开设与梁氏同名课程。王汎森在讨论钱穆与民国学风的关系时，将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10 Oct  2020

 

①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夏晓红、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张勇：《两种“兴味”与“晚年定论”−试说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由来与意旨》，《清

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俞国林校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

②对于钱书整体的研究，目前仍以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述评》、王汎森《重访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球视野下的新史

学−〈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 年）及吴海《学案体与作为理想境界的宋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

清学观再探》（《中山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为要。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 页。

④钱穆：《致严耕望书》，《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素书楼余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325 页。

⑤侯宏堂《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重归纳，对钱穆“宋学”观念先后的演进，并非关注点所在。

⑥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 163 页。

150



钱穆自言受到时人“群相注意”进一步提高到“声誉鹊起”的地步，且揭示要因在于“预梁启超《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之流，而又能驾而越之。”①一者自言，一者后指，称钱书因与梁书同名立异而影响大

著，当然符合事实。相比于钱穆，20 世纪 20 年代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梁氏确实更近“主

流”，可以成为“预流”的对象。

另一事实是，相对于如日中天的胡适，梁氏也有“预流”的“嫌疑”，虽一度开风气之先，尝使胡氏

受到“无穷的恩惠”，②然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席卷下，不免渐趋“落伍”，与胡适有角色互换之

感。周善培尝谓：“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

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得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③透露胡适已成梁

氏眼中无法忽略的存在，“竞赛”的同时，不免为主流论述引导。

 “竞赛”，以及由此而来在论学观念上的调整，最显露者在于“科学”的视野下，中国固有学

术−尤其是汉宋学−应如何重新认识的问题争议。这最终使梁氏不无内外失据，也是钱书与之相异的

大端。

1920 年 10 月 14 日，当“赛先生”已成时代新潮的风气下，梁氏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自

序特别提醒读者，此书的根本观念−清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有清一代学者“饶有科学的精

神”−与写于“十八年前”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

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④汇校此书的朱维铮指出，“十八年”实为“十六年”，“文艺复兴”实为

 “古学复兴”，意在突出自己的“首创权”⑤，不无争当时代潮流先锋的味道。

在“无大异同”之下，梁氏对于科学与清学的相关论述，前后之间还是存有较大的轻重不同，只是根

本立场确实“无大异同”。顾及“异同”，才能真正理解梁氏理念，进一步明了钱穆的“相异”。目前的

研究主要关注“变”（异），对于事实上存在的“不变”（同）者，往往认识不深，制约了对“变”及为

何“变”的体会。

写作《近世之学术》时（1904 年）的梁启超，正持尽可能引入“外学”又需“邃于国学”前提的“固

本”说。⑥后一年，梁氏编选了《节本明儒学案》，将外学与国学的协调，指向“科学”“道学”的判

分。梁氏《例言》清晰地指称：

　　道学与科学，界线最当分明。道学者，受用之学也，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科

学者，应用之学也，借辨论积累而始成者也，随社会文明程度而进化者也。故科学尚新，道学则千百年以上

之陈言，当世哲人无以过之。科学尚博，道学则一言半句可以毕生受用不尽。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学谓科学也，道谓道学也。

故科学、道学应各安其位，若“以读科学书之心眼以读宋明语录，直谓之无一毫价值可也”。⑦《 近
世之学术》处处可见此意趣。其论清学，取方法之科学，“学”之博，批评与“道”日远：

　　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没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

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

　　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⑧

反之，则不无兼采“学”“道”的志向。梁氏对于顾炎武与黄宗羲二者，有所轻重。对于顾氏“今日

只当著书，不必讲学”“经学即理学”的言论，不无憾意，以为“后儒变本加厉，而因以诋理学而仇视讲

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①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53−154 页。

②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 年初版，1941 年七版，第 101 页。

③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第 162 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2 页。

⑤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 23−28 页。

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35−136 页。

⑦梁启超：《例言》，《节本明儒学案》，上海：广智书局，1905 年，第 1−2 页。

⑧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 114、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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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虽“非亭林所及料”，然顾氏“不能不微分其过也”。对于黄氏，称其“开拓万古、推倒一

时”，首例举《明儒学案》，赞其“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也”。①

 《节本明儒学案·例言》进一步指出：“梨洲之著《学案》，本有两目的。其一，则示学者以入道之门，

其他则创制学史，成不朽之业也。”②正在“学”与“道”的兼采并存与不悖不离。

 《清代学术概论》相对于《近世之学术》的移步换形处，在于独取“科学”一面，有意略过“道学”

一层。如论顾氏，一反《近世之学术》怀憾于其人的不讲学，独称能打破“讲学”习气，成学界的革

命军：

　　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

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思想界之一大解放。

如论黄氏《明儒学案》谓：

　　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③

只取学史一义−“学”，舍示人入道门径一义−“道”。

不过，梁氏论学有关“学”“道”的轻重取舍前后有所异同，然以“学”（科学）、“道”（道学）

两分不对立的分析理路并无大改变。其论“清代学派之运动”，赞成是“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

运动”，以为这正是“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乃不能不对当下怀有寄托，

可以见“研究法”（学）与“主义”（道）的齐头并进。④

同时，正是在刊行《清代学术概论》十数月前，梁氏发表了《欧游心影录》。此文宣告“科学万能之

梦”破产，提出有别于五四以来“新思潮”的“新文明再造之前途”，主张：“不独唯心唯物两派哲学有

调和余地，连科学和宗教也渐渐有调和余地了。”⑤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超越于“科学”，不受“科

学”的限制与束缚，可谓仍在重弹“科学”外“道学”一面的重要意义，反证《清代学术概论》并未根本

改变之前立场。

梁氏在《欧游心影录》提出的关键大问题是，“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⑥

那么未来文化的出路在哪？这自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欧战以后欧洲独有的问题，同是中国的现实大问题，也

是梁氏异境同思的所在。

梁氏以为将人类的内外生活都归于“科学”的“必然法则”下，“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

担忧“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那么“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并将这一点视为“现今思想界最大

的危机”。故提出“人生观”的问题，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也即前面的道学、主义）在维系善恶、价

值、理想、信仰上的独特地位，以在“科学”笼罩物质的世界里，强调人心与精神的内在指引作用。

与梁氏同赴欧洲，可谓深入了解《欧游心影录》的“丁在君张君劢，因对于人生观的观察点不同，惹

起科学玄学问题的论战”。⑦虽然，梁氏自称“暂时局外中立人”，丁、张二人的“论战”，正是基于

 《欧游心影录》提出的“人生观”问题的展开讨论。梁氏也永不可能真正成为这一论战的“局外人”。

吴稚晖便明确地说：张君劢“的人生观，就不免受了二位梁先生的暗示”。“丁在君先生怒打玄学

鬼，也定是同胡先生携手着奋斗的。”⑧前台论战的丁文江、张君劢，一一对应台后的胡适、梁启超。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也以胡适《五十年世界之哲学》的言论为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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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①为“科学”而战的

 “胡适”，对于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推动《努力周报》走向“为科学而战”“很有兴趣”，虽然号称

 “因病”没有直接加入论战，还是在汇集论战文献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了“综合的序论”。在“综

合的序论”中，胡适第一次醒目地提出“科学的人生观”的“新信仰”。②

正是在“拿了科学的武器，要来办统一”的语境下，强调心性修养，注重自由意志，以补科学功利之

弊的梁启超，越来越成为“科学”打击下的“玄学鬼”。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写作，始终处在

这一氛围内，“道学”不断被“科学”缚住。

批评者便指梁氏提倡“科学方法”是效颦胡适，主张“德性的学问”则近于“玄学”，从“学”与

 “道”两面夹攻，可谓有的放矢。吴稚晖称梁氏“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

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③胡适指梁氏“摭拾了一些玄学家诬

蔑科学人生观的话头，却便加上了‘科学破产’的恶名”。④吴稚晖进一步批评梁氏“后来许多学术演

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甚至称张君劢的

 “玄学鬼”，也是“托梁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带回的”。⑤丁文江也说：“不幸到了今日，欧洲玄学的

余毒传染到中国来，宋元明言心言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便指宋明学说尤其是陆王心学为玄

学大宗。⑥

正是在这一氛围下，1923 年的秋季，梁氏开始在清华系统讲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第一讲

涉及“宋元明”，指明清学即从这一时期“反动出来”。梁氏论宋明学术，特别拈出“玄学”的底色，加

以批评，也似捉了一次“玄学鬼”。这是梁氏对于宋明学术的新论断，虽然在此书中仍称王学是“伟大

学派”。⑦

梁书论“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

上”。玄学融入“道学”，成其为宋学最主要的精神风格，也就是以《大学》《中庸》“加上含有神秘性

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梁氏又直截谓：“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

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

 “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

片段。”⑧

这一论学逻辑，很体现以“科学”返观宋明学术的味道，不可不谓是与写作时所处的时代学风的一种

妥协。

综论背后的要因，或在于梁氏遇到的科学“新思潮”，事实上与十余年前自己提倡的科学观已大异。

后者除大力提倡西方科学知识之外，更为核心的议题在于以“科学方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在“研究

问题，输入学理”的路径前提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内在实期待以

 “科学”统一价值、思想、信仰，造成从物质到精神的科学一统。⑨这一时代思潮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

神，都与梁氏撰写《近世之学术》以来一直所坚持的，判分“科学”与“道学”，以使“智育”与“德

育”各安其位的主张，存在根本性的违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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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致使梁氏虽更为坚持在“学校变成智识贩卖所”的情况下强调“修养身心磨炼人格”的学问，主张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但对于“身心性命”之学的“宋明理学”的整体论断，在对方“科学”话语的

强大“攻击力”下，越来越以“科学”眼光重审“宋明理学”之“学”的一面，摘除了“不可思议”的

 “玄学”魅影。1927 年，梁氏宣讲《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面强调“不要带玄学性”，一面又说阳明

 “是一位极端的唯心论者，同时又是一位极端的实验主义者”，“极端的唯心论，换一方面看，同时也便

是极端的唯物论”。①讨论理学，已处处不离“科学”的比观与映照。因故，梁氏对于宋学与清学的认

知，确实接近胡适的清学“反玄学大革命”说，而远于梁氏本身内在发展理路中的认知理念。②

这一认识逻辑的更改，可以说最关键者即是加入了“科学”的评判标准，“科学”的眼光一点点渗入

到体会宋明学术精神的过程之中。这一论学的先行前提，悬于论学的事实考辨之上，又融于事实的论述当

中，成为评判的标准与理据。钱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论学取径，正是要一反梁氏所“预

流”的主流学风。

钱氏在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前的十年内，一直批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派之言

论”，“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加以排斥”，③针砭“今之言治国学者，率尚新异，好创见，

故涉猎未遍，即言整理，玩索无得，遽施批评，人人言怀疑，人人求考订，徒增口舌，无益心智”的取向④，反

对“概括的断制”“笼统以为说也”，强调应“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以见“学术思想的自身

进化”。⑤钱书除在具体的认识意见相异外，与“主流”“意见相异”的最核心处，正是在于反对以胡适

为主以“汉学”（科学）返观“宋学”（玄学）的路径，坚持“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

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这一遵循学术自然时序演进的论学逻辑。那么，讲出宋明学术自

身脉络中的发展、演进，在宋明学术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其自身的自在精神，便成为钱书撰述的一大学术内

在动力。

三、“宋学开山”的旧题新说与宋明理学的自身进化

钱书虽非直接论“宋明理学”，在短短的“引论”中，却对“宋学”的渊源、发展的脉络、整体的精

神，皆有相当扼要的论述。这一关注于“学术思想自身的进化”的论学眼光，使得“宋学”的自身进化，

如线索一样贯穿于全书，成为论析“近三百年学术史”发展脉络的秤衡。

晚至 1953 年，钱穆撰成《宋明理学概述》，于自序中娓娓道出宋明理学对于自己身心学问的切近关

系，谓：

　　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顾三十以后，虽亦粗有撰述，终于宋明理学，未敢轻有所论著。偶

及者，惟民国十七年写《国学概论》，十九年写《王守仁》一小册，两书而已。平居于两《学案》最所潜

心，而常念所见未切，所悟未深，轻率妄谈，不仅获罪于前儒，亦且贻害于当代。故虽私奉以为潜修之准

绳，而未敢形之笔墨，为著作之题材也。⑥

言之真挚，意味悠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写，居于《王守仁》与《宋明理学概述》两书

间，是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名论，虽尚未直接将宋明理学“形之笔墨，为著作之题材”，却

是非常切合“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的自况。“未敢形之笔墨”之下星星点点的稀疏笔调，

漫入书中，贯串前后，寓意深厚。

钱书《引论》辨“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10 Oct  2020

 

①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晨报副刊》，1926 年 12 月 20 日。

②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第 30、2 页。

③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63 页。

④钱穆：《小学教师与国学》，《小学教育月刊》第 1 卷第 10 号，1926 年 5 月。

⑤钱穆：《国学概论》，第 363−364 页。

⑥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 页。

154



河。”又上推于唐代韩愈，称：“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截然

异于唐、五代以来“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显然驳正“后人以濂溪为宋

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之说，以为“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①同时，从学术理路的角度，这一辨

证不仅直接关系对于宋学渊源的体认，更是有关于对宋学整体精神的发挥，极为关键。

这一论述，在钱氏学术本身，有逐渐演进的过程。

1928 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作数年前，钱氏撰《国学概论》论“宋明理学”，对于“宋明

理学”的整体有以下一段论述：

　　五代离乱，迄于宋，隐士道流之风益甚。故自宋言之，当时所谓学术思想者，惟道院而已耳，惟禅林而

已耳……惟长生久视之术，既渺茫而莫验，涅槃出世之教，亦厌倦而思返，乃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

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

承认宋明理学本“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又言：

　　理学初兴，有濂溪（周敦颐），百源（邵雍），横渠（张载）。此三人者，学风皆相似……皆以惟物之

观念，说明宇宙之本体。皆以化小己为大我，奉为人道之正鹄。其思想渊源，皆受方外老、释之影响，而研

极阴阳五行，尤与道家为近。又皆依借《易》辞以成其说。虽相互之间，多有出入不同，要之一时学风如

此，则皎乎不可诬。②

虽然称：“其后有二程，而学风乃一变。二程之于周子，虽尝早年受学，然其后学成，于濂溪即不甚

推重。”“至《太极图》，则二程生平，更未一言道及。”“于康节图数之学，亦致不满”，“于横渠亦

多异同”。“则二程之勿伤玄言，专贵真修，断可识矣。”③然书中同时称：“宋明六百年理学，自濂溪

 《太极图说》……”，一“自”字，还是见出钱氏并未排除“濂溪”于“宋学”渊源外，只是说明周、程

各有路径，各自成一派而已。

需说明的是，《国学概论》又明确说：

　　故言宋明理学者，濂溪、横渠究极宇宙万物本原一派，终不免为断港绝潢。虽朱子《格物补传》之说，

汪洋恣肆，汇为大观，亦复非朝宗所极。④

对于“濂溪”一路学问的“断港绝潢”不无警惕，对于理学的不同路向有所取舍。之后，排除周敦颐

宋学开山的地位，在学术理路上，并非前后矛盾。

钱书开首揭出：“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以辨胡、梁以周敦颐为“宋学”开山说的错

误，旨在通过理清“宋学”真开始以“发明”宋学真精神。应注意的是，此说源于《宋元学案》，内在结

果势必挑战朱子《近思录》确立的伊洛渊源，透露钱氏当时的理学宗尚。

钱书论宋学之兴，称：

　　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所谓“道德仁义圣人

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

者也。

又谓：

　　安定同时有范仲淹希文……希文固以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称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濂溪为宋学开山，或乃

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⑤

言语冷峻，直下论断，说明三层意思：其一，驳周敦颐为宋学开山，证安定、泰山为宋学开始。其

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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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破一立，澄清宋学真精神−以道德仁义为政教之本，迥异于唐五代以来进士场屋的功利与山林释

老的独善其身，既去功利，亦非玄虚。其三，宋学之立，在为政教立本，自有范仲淹、胡瑗，一于政一于

教，全体遂立。

上文从正面阐释“宋学”渊源与精神，驳正五四“新思潮”下以“科学方法”重估“宋学”以致“宋

学”等同于“玄学”，故重视“宋学”为政教立本有别于山林、场屋的一冷绝于世事一热衷于功利的态

度，而以绝大的为生民立命的抱负，投入于政教实事的精神。钱氏晚年讲学：“清朝初年绝非是文艺复

兴。清初人都讲宋学的，乾嘉以后则不然。现代人因为要讲‘文艺复兴’，于是把宋朝人讲的一套学问叫

作‘中古黑暗时期’，理学家等于关在教堂里的宗教信徒。”①仍对以宋学为玄学的论断不满，可返观当

时意趣。

上引文中，钱氏所谓“史言”，即是《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文字。《宋元学案》黄宗羲原定以“安

定学案”与“泰山学案”为开始，又在“安定学案”“泰山学案”前加述“高平讲友”。全祖望遂补“高

平学案”于二人学案之后，三人链接一体。至于疑周敦颐非宋学之始，应与全祖望的补案有关。

全祖望《濂溪学案序录》谓：

　　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薇又

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

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

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②

钱氏《国学概论》辨析此事，即采全祖望之说，文中列证，首先吕荥阳，其次汪玉山，皆全氏文中提

示，更补朱彝尊一例。③只是，全文所称“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为一事实的叙述，在

钱氏则别具新意，引出了宋明理学思想自身之进化的结果−集合内外体用的阳明学。

钱书的写作，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大难目击，特重“实学”，故在学问外别重人伦政事。论两

宋学术，“辜较言之，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而“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

淡”。引“东莱《与朱子书》”，谓之“此正熙宁新法之所以败，而东莱慨切言之”。针对此事，“张南

轩则谓：‘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也者，本心知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

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钱氏特

评道：

　　自是学者争务为鞭辟向里，而北宋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则稍稍疏焉。④

钱书在此关键处，浅尝辄止，或因“著书各有体裁”，“不欲凡所蕴积罄竭出之”。⑤然牵涉对于全

书大义的认识，不能不详究细考。《国学概论》论宋明学术，谓北宋“理学家精神，本在求万物一体之仁

者，而其弊至于‘面前路窄’，有‘容不得人行’之概”。虽然“南渡以下，挺生朱子，而宋学乃臻极

盛。”朱子“不徒上掩北宋，盖自孔子以来，好古博学，殆无其比”。然而朱子终究只是“推极其说”，

终不脱北宋格局。即以朱陆异同而言，“象山之说，近于明道，晦庵则近伊川”。然归根结底，“二陆承

明道而益进，故疑乾坤父母之说为胶固；伊川谓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已开向外一路，而犹不取濂

溪太极；至朱子推申伊川致知之意，乃并周子太极而尊之也。故朱陆之争，实已孕于北宋诸贤之间”。故

宋学朱陆相争的存在，实承袭自北宋诸儒的分别。且朱子多取周敦颐太极说。所谓：“象山犹守二程遗

意，朱子则兼罗并包，乃融濂溪、康节与二程而一之焉。”⑥此即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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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南宋“心性”，在钱氏意中，与“濂溪”关系密切。朱子《近思录》便是确立濂溪为理学开始的大著

作。钱氏晚年论著《朱子新学案》指出：“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确认濂溪之学乃二程

所自出。”①早、晚持同一观念而褒贬大异。钱氏晚年尝函告杨联陞：“穆此半年来专读朱子书，时时返

看旧日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颇觉当时学力尚嫌未足。”最根本处，在于“对朱子学了解实不深”。②

对“朱子学了解实不深”，与此期学思寄托于阳明学相表里。

 《国学概论》注重“学术思想自身之进化”，这一学理，深深烙于对“宋学”的发展演化中。贯串宋

至晚明，冶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于一炉，又进一大步者，为王阳明。此则钱氏书内隐晦言说，为论学精神

所寄，而往往为后人所忽视。

单从学术一端，钱书已在述“梨洲论刘蕺山”一节中，称其“曰气质以外无义理，此所以破宋儒相传

理气二元之误”。③前此《国学概论》论刘蕺山、颜元，已谓刘氏论“理气心性，足破宋人义理、气质两

橛之病”，颜氏论“辨程、朱理气二元之论也。然阳明已无此弊”。④也即“自阳明出，而理学之天地乃

一新”，解决理气二元之弊，又免周敦颐、张载甚至朱子“断港绝潢”的弊病，开儒学新境。此为钱氏一

大发挥，《国学概论》概论之：

　　及阳明出，单提“致良知”一语，从行事着眼，而后“吾心”之与“外物”“居敬”之与“穷理”，皆

可以沟贯而无阂。……故言宋明理学者，濂溪、横渠究极宇宙万物本原一派，终不免为断港绝潢。虽朱子

 《格物补传》之说，汪洋恣肆，汇为大观，亦复非朝宗所极。而明道“识仁”之意，至姚江出而言“致良

知”，乃然后心物兼赅，体用一源，为可以无遗憾也。故理学之有姚江，如百川之赴海，所谓不达而不止

者也。⑤

故阳明学无弊，弊在不识阳明学真相。

钱书言：“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

紧接便强调：“宋明理学，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⑥此即上引《国学概论》的意

思。王学末流，因“自龙谿、泰州以后，风被既广，流弊亦显。东林诸儒起持异议。于阳明天泉证道‘无

善无恶心之体’一语，辩难尤力”。而揆诸实际，东林诸儒，大体上仍不离阳明路径。也即钱氏所揭：

 “泾阳教法，仍是阳明‘立诚’宗旨，所谓‘杀人从咽喉处下刀’。后人之乐趋便易，冒认自然，皆所谓

 ‘伪良知’，与阳明立教本训无涉也。惟当时王学末流，凭借‘无善无恶为心体’之说，猖狂妄行，则泾

阳之说，对证下药，实为有力。”故发挥道：“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弊，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可

谓，相对于王学末流，是“反动”，相应于阳明学术本身，是“承接”，或者“归宿于传统之旧贯”，又

 “开时代之新趋”。⑦此与胡适、梁氏认识迥异。

钱氏论东林辨“四句教”时，引注对“四句教”是非有详究的己著《王守仁》（1928 年写成，1933 年

出版）。此书不仅对“四句教”“论及颇详”，对阳明晚年思想，皆一一加以发明。钱书中数次提及，此

即为钱氏强调的对东林影响甚深的王学“初义”，可见当时钱氏论阳明学，仍以此为准。

钱氏特重阳明的《拔本塞源论》，称道：“可以说是良知学者的一种乌托邦。较之古代的《礼运篇》

及北宋张横渠的《西铭》，其议论之宏大而精密，尤为远过。文中骨干，正面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反面

是功利之私，仍不出北宋以来理学家相传天理人欲之辨，而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

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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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莫不一以贯之，实足悬为将来人类社会所永远追求的理想。见得良知学决非空疏，决非偏狭。”①

钱书“引论”借张载之口，称：“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②强调道学与政

术的贯通融合。钱氏日后随学力增进，对中国学术的体会加深，由欣赏阳明学转向体贴朱子学，晚年撰

 《朱子新学案》时，尝与杨联陞言：“窃谓能兼绾道学、儒林于一身而各达其至高标准者，惟朱子一人为

然。此后欲求发扬中国新儒学，亦惟有循此一途。”而“二程与陆王其实皆是道学传中人物”。③以之反

观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对于阳明的认识，朱、王的定位正要调换。

钱氏此期对于《拔本塞源论》的发挥，阳明良知学显然集合了政治、社会、道德、才学，“阐发人类

最高可能的平等性，和为人群分工服务的个别的自由性，实为《拔本塞源论》的骨子。”“把老庄《逍

遥》《齐物》的见解，来补孔孟尽性知命的精谊，这是千古大议论，讲究王学的人，不要轻易看过。”④

故可谓，钱氏的眼中，北宋以来的学术，至阳明，一一皆发挥至极致，阳明可当钱氏晚年评朱子之论，兼

跨儒林与道学，达到至高标准，为发扬中国新学术的途径。不妨重复前言，此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

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实足悬为将来人类社会所永远追求的理想”。

故钱氏于《王守仁》一书内痛切言之：

　　逮夫近世，功利之毒，愈深而愈显，《拔本塞源论》的呼声，渐渐为一辈学者所唱导，阳明的良知学，

或者诚有兴起的一天。这真所谓“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灭，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了。只可惜阳

明当时，对此一番理论，仅仅粗发其绪，没有详细的发挥。哲人不寿，真可说是人世的大损失。⑤

钱书又重申，谓“拔本塞源”之论，“为王学绝大理论，惜乎发之晚年，未及深阐；王学后人，亦少

能光大之者”。⑥

可谓，钱书揭示的宋学精神−“革新政治、创通经义”，必待阳明方达妙境，而可一扫近世功利之

毒。而钱氏认知中“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的阳明晚年思想，

实际上已突破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心学”，而可为之后学术开出一片新天地。

四、理学自身进化下的清学新格局

阳明发明的“绝大理论”，为之后学术开出一片新天地，王学后人，“少能光大之者”，隔代至黄宗

羲，始有为近三百年学术开辟一新局的可能。

钱书论“宋学”注重“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的联通，势必使“创新”成为动态，宋明理学强调

的“道统”说之“统”于一尊，便居于矛盾的地位。钱氏《国学概论》称：“道统之说，自宋儒始，实为

陋见。”⑦可见钱氏意趣。

宋学精神，在钱书中，充分见于书院讲学。钱氏将之推源于胡瑗“湖学”，称：“自唐以来之所谓学

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内在核心，即在别于

唐时“进士场屋”“山林”的“利禄之所趋”，而为道义的必然。朱子《章句》《集注》本为“书院私人

之讲章”，至元明时“悬为朝廷一代之令甲”。同于宋时的汉唐注疏。“功利所在，学者争趋”，“书院

讲学之风亦衰”，“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阳明“良知之学”，即针对“当时章句训诂功利

之见而发”，而讲于各地书院。故“阳明之树异于朱子，犹朱子当日所以树异于汉唐诸儒”，“就此一端

言之，则朱子、阳明，所论虽异，意趣则一”。⑧宋明学术的精神遥相呼应于此。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10 Oct  2020

 

①钱穆：《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初版，1937 年四版，第 78−79 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5 页。

③钱穆：《致杨联陞书》，《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素书楼余沈》，第 189−190 页。

④钱穆：《王守仁》，第 78−81 页。

⑤钱穆：《王守仁》，第 78−79 页。

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207 页。

⑦钱穆：《国学概论》，第 219 页。

⑧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3−8 页。

158



钱氏此举，正向一面，自然在确认宋明学术汇合“道学”“政术”的“创通”、虚实兼合的精神，反

向一面，则也不无辨梁启超等人对“宋明学”的认识。梁氏既谓：宋明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

二”，“一曰遏抑创造”，“二曰奖励虚伪”。又称：“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

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因此之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

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①其中，东林人物归于同列。梁氏谓：“东

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落于政治，“不

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与魏忠

贤一系小人，“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②梁氏“理学反动说”，根本上基于以

上学与政的认识。

钱氏特引梨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谓其“议论最得正”，称：“凡当时之趋声逐响以依附东

林者，不足为东林病。而一时小人之口，以为亡国由于东林者，更不足为东林辨。”当在驳斥梁氏“党祸

与国运”说之意。③若更稍为放长眼光，钱氏《国学概论》“宋明理学”以下便直接“清代考证学”，至

此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在明清间增加东林讲学一事，显然是特别安排。

钱氏自道其故：

　　东林之学，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刀绳，而康、雍、乾、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

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其意趣之不同可知矣。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于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

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及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

如绳秩然，自有条贯，可不如持门户道统之见者所云云也。余故述近三百年学术，而先之以东林，见风气之

有自焉。

言下，颇为强调书院讲学精神命脉的延续，所谓“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弊，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

精。东林之渊源于王学，正犹阳明之启途于考亭也”。④既包含“矫挽王学之末流”的讲学层面，也容纳

 “道学”与“政术”不可分的“评弹政治之现状”的论政层面，更凸显士人在政治高压下“坚持于牢狱刀

绳”的心术层面，几乎包容钱氏心目中理想学术的各个融贯合一的层面。

于是，在较宽的视野下，钱氏对于明末诸遗老之学，可以一体欣赏其“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

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闻广览，而无其琐碎”。⑤然在细辨其学术

的高下时，则以梨洲为明末学术新趋的最高代表。原因即在于，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的钱穆认

为，阳明推演北宋以来学术而能尽其变，梨洲则能推演宋明而尽其变者。当然，这一认识的确立，同时即

是对梁氏及当时主流论述表一种异见。

且略看梁书，其论清学，谓：“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论其开山，则谓：“不能不推顾亭林为

第一。”即因亭林“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

及“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两大段议论，“对于晚明学风，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

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⑥“ 经学即理学”的学术路径，与“只当著书，不当讲学”的治学精神，皆为钱

氏所不取。而这不仅关乎对清初学术新趋的认识，更牵涉对于清代整体学术的把握，更可见对于学术与心

术的体悟。

撰《国学概论》时期的钱氏，论“清代考证学”，虽与梁氏多不同，实仍颇受梁氏影响。至撰《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对宋明及清代的学术，所见更深，所蕴论学大义因之更进，与梁氏的区分，也更为

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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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可见学理的“充实推扩”，与不得不异处，值得深入辨析。

早在撰《国学概论》时，钱氏对于后人“群目”顾炎武“以谓汉学开山。阎、胡诸人，亦同见推尊”

之见即已颇表异同。钱氏论“清代考证学”，集大力于辨清学开山，是梨洲而非亭林，内中已可见对于钱

氏眼中“汉学”的认识。其所论从梁氏书清学启蒙三儒“顾、胡、阎”入手，推源胡、阎之学于梨洲，又

辨黄、顾学术，谓：“梨洲有《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为后来胡书先导。

有《授书随笔》一卷，则阎氏问《尚书》而以此告之，实阎氏《古文疏证》之先导。又其究历算之学，多

所发明，亦在梅氏之前。梨洲矫晚明王学空疏，而主穷经以为根柢；此等处其影响后学，岂在亭林之下？

而后之汉学家不复数说及之者，正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截断众流，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胃；而

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也。然因此遂谓汉学开山，皆顾氏

一人之力，则终不免为失真之论耳。”①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既称黄氏“不为汉学家所推”，已近于承认梁氏所言近实。虽然钱氏对亭林“经

学即理学”的路径，不以为然，讥“汉学家”秉之“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

弗待言”。然不能不承认“今综观有清一代学术，则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不可不谓为其主要之标

的”。②因此，前说大体仅在驳“遂谓汉学开山，皆顾氏一人之力”的失真。

要而论之，撰《国学概论》时的钱氏，虽分明指出：“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

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

也。”与梁氏所论已不同，然仍不能完全截然脱出梁氏明末清初“理学反动”之说。其言：晚明理学“既

病痛百出，缺漏日甚，正心诚意之辨，无救于国亡种沦之惨。则学者怵目惊心，又将何途之出，以为我安

身立命之地，而期康济斯民之实？”理学不能解决“当时诸儒一切己之问题”−救国保种，因此学术因

之而变。“于是而推极吾心以言博学者，有黄梨洲。”“辨体用，辨理气，而求致之于实功实事者，有陈

乾初。”“不偏立宗主，左右采获以为调和者，有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绝口不言心性，而标

 ‘知耻博文’为学的者，有顾亭林。”“黜阳明而复之横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实，以纠心知觉念之

虚妄者，有王船山。”“并宋明六百年理学而彻底反对之者，有颜习斋。”总之：

　　而后六百年相传之理学，乃痛击无完肤。夫学术犹果实也，成熟则烂而落，而新生之机，亦于是焉茁。

清初诸儒，正值宋、明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凡此皆其萌蘖之可见者也。故梨洲、乾初尚承蕺山之绪，

不失王学传统，夏峰、二曲、桴亭则折衷朱、王之间，亭林则深摈理学于不论不议之列，船山则黜明而崇

宋，习斋乃并宋而斥之也。然其于六百年之理学为穷而思变则一也。③

钱氏之所以有此说法，若归宿于根本，仍在于对“理学”的认识，也即心性与博学的关系。《国学概

论》既以“黄宗羲”代替梁氏《清代学术概论》的“顾炎武”，其引《明儒学案序》，归纳黄氏之学为

 “推极吾心以言博学者”，也即心性与博学的联络问题。详言之则谓：

　　梨洲从学蕺山，其“盈天地皆心”之语，即本蕺山“心在天地万物之外，不限于一膜”之意。于是重于

心体引申出博学宗旨，以药晚明心学空疏偏狭之弊，而曰“只是叩我之心体”，“穷此心之万殊”。盖阳明

言致良知，尚侧重行事一边。今梨洲之言“修德而后可讲学”，虽仍是阳明致良知宗旨，而已自行事复推之

于学问。从此姚江良知，乃容得博学精神，实为蕺山证人以后学术一大转手。有志姚江良知之学者，于梨洲

此意不可不知也。故梨洲尝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拔赵帜，立

汉帜，以多读书证斯心，精神犹是，体貌全非，此是学术思想之转步处也。④

若反推之，则亦可谓，钱氏以为阳明良知学“侧重行事”，不能“容得博学精神”。梨洲“读书”以

 “证斯理之变化”，虽最终仍要“证斯心”，近于阳明，然其路径，与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论，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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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尤其是，钱氏以此路径，为“立汉帜”，“拔赵帜”，显然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大异，而与

 “主流论述”极为接近。

之所以钱氏最终可以跳出这一见识，也正是缘于对于学问从源头讲起之“源头”的进一步体悟。钱氏

对于黄、顾二人之学，其实有清晰的区分。对亭林“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之说，谓

其“不喜言心性，遂为此语。不知宋明理学自有立场，不待经学。经乃古代官书，亦惟训诂名物考礼考史

而止，亦岂得谓‘经学即理学’。亭林此言，实为两无所据，远不如浙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语之精

卓矣”。①钱氏寻求的“浙东之学”，与梁氏“经世之务”或宗“文献学”的浙东史学不同，②乃在“言

史，言经世，言性命，言学问，一以贯之，而溯源于阳明之教”的浙东之学。故感慨：“乾、嘉以后，走

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而浙东精神未能大显，此亦清代学术一至可惋惜之事也。”③

学问、经世、心性一以贯之的“浙东之学”，要为此时钱氏所追求。钱氏不仅以此区分亭林、梨洲，

甚至也以此分析梨洲与阳明学说的微异，所谓汉赵旗帜的不同。那么，当钱氏对于阳明晚年思想进一步的

新认识出现后，这一层障碍也将彻底消除。

故钱氏至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仍尊“浙东之学”，然对于“溯源于阳明之教”，则更别有

一番新的领悟，遂幡然更改前论。且看钱书仍引《明儒学案序》，且于原文未增减一字，④然所阐释的意

思，则已全然别异。钱氏论之谓：

　　此与自来讲心学者，有绝可注意之异点。从来言心学者多讲本体，而此则重工夫，一也。从来言心学者

多著意向内，而此则变而向外，二也。从来言心学多重其相同，而此则变言万殊，三也。且不仅与从来言心

学者异，即梨洲平日论学，亦与此序议论显有不同。梨洲虽言离心无所谓性，然既主蕺山之慎独，则不得谓

 “心无本体”。梨洲虽极重工夫、重行，然既主慎独工夫愈收敛则愈推致，欲在主宰上觉有主，即工夫须从

本体生，又不得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矣。且梨洲《明儒学案》于诸家学术，各有评骘，要以阳明致良

知、蕺山慎独之说为主，初未尝不欲于万殊中立一定局，使后之学者出于一途。而此序则谓“宁凿五丁之间

道，不假邯郸之野马”，颇以执定成局、出于一途者为非。则梨洲个人见解，实自有变。自《学案》成书迄

于晚年作序，相隔已在十五年外，古人学与年俱进，宜乎梨洲之别辟新解矣。余考阳明晚年思想，一见之于

其《与顾东桥书》所谓《拔本塞源论》，再见之于王龙谿、钱绪山天泉桥证学之所谓《四句教》，三见之其

 《答聂文蔚书》所谓“必有事焉”之说。（详见余著《王守仁》，收万有文库。）凡所云云，若以梨洲《学

案序》推说，皆可会通。则梨洲晚年思想，实较其执拘蕺山慎独之训者遥为深透也。⑤

欲理解此一大段极为吃紧的议论，关键有二：其一，钱氏对阳明晚年思想的新认识−所谓与“从来

言心学者”不同的心学观−落实于《王守仁》一书。其二，因有上一层的认识，方有此后钱氏对于梨洲

撰《明儒学案》至十五年后序《明儒学案》所体现的中、晚年思想转变的认识，此意最终落实于《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有此两层相互关联的认识递进，方有梨洲《明儒学案序》所反映的晚年学说与阳明晚年

思想的相合，而开一时代的新学术。

钱书论阳明之学，两引《王守仁》以为当前定论，皆指向阳明晚年思想。⑥撰于《国学概论》稍后的

 《王守仁》，论阳明晚年思想，落于三处，一为《拔本塞源论》，一为《大学问》，一为《四句教》，大

体前两者为发明王学，后者更近于辨后人误说，又反牵涉王学本意。钱氏晚年自称：“治王学乃特从《拔

本塞源论》得有领悟。”⑦《 国学概论》并未论析《拔本塞源论》，《王守仁》则大加发挥。其称之为

 “良知学者的一种乌托邦”，议论宏大精密远胜于《礼运篇》及《西铭》，又于秉持传统中−“文中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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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正面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反面是功利之私，仍不出北宋以来理学家相传天理人欲之辨”−大加创

新，“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实足悬为将来人类社会所永远追

求的理想。见得良知学决非空疏，决非偏狭”。对此，钱氏之前从未如此论及。

钱氏又特意揭出，“其间有几点值得特为提出，以为讲王学的人所注意”：

　　一、讲良知每多侧重在个人方面，而此篇所论廓大及于人类全体。

　　二、讲良知每多侧重在心地方面，而此篇所论廓大及于一切知识才能事业。

　　三、讲良知每多侧重在人与人相同的所在，而此篇所论同时涉及人与人的相异处。

　　四、讲良知每多侧重在伦理问题的一部，而此篇所论同时涉及政治社会等的问题。①

此即“与自来讲心学者，有绝可注意之异点”。是钱氏自述治王学的一番新“领悟”。这一层学理的

 “领悟”，不仅重新认识了阳明学，也更新了对梨洲之学的认知。

 《国学概论》识梨洲之学，谓之“尚承蕺山之绪”，而与阳明学有间。推原其故，《国学概论》论

宋、明理学，大体根据于《宋元》及《明儒》两学案。撰《王守仁》时，复细加比读阳明本身论学书及

 《明儒学案》论述的异同，尤其是《明儒学案》对《四句教》的辨析，钱氏以为不得阳明学理。谓：“只

缘蕺山梨洲信不得良知，定要在良知上面再装一个天理，所以如此恳恳力辨，在阳明只说良知即天理，并

不是说天理即良知。说良知即天理，是要人反从心上求；说天理即良知，便不免走入歧途，舍却自己良知

而别寻所谓天理了。”又谓：“原来在心既无善恶，在物也无善恶，只有此心之好恶，便是天理。只要一

循此心好恶之纯，而不再着一分私意，便是所谓循天理，便是所谓诚意。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和

说‘无善无恶是心体’实在是其理一贯的。梨洲强要为他分别，大可不必。”②可见一斑。

与此相关的是，因撰《王守仁》，对阳明晚年思想多有“领悟”，然对于梨洲的认识，则仍以反映其

中年之学的《明儒学案》为据，视其与蕺山无异，与阳明晚年有间，故对梨洲之学的认识不无高下。钱书

称：“东林讲学颇欲挽救王学末流之弊，乃不期然而有自王反朱之倾向。稍后刘蕺山讲学山阴，独标‘慎

独’宗旨，论其大体，亦欲兼采朱、王，与东林无甚别也。清初学者，如太仓陆桴亭、容城孙夏峰，虽各

有偏倚，而斟酌调停，去短集长，仍是东林以来旧辙。”③揣摩此意，东林以来，自蕺山乃至清初桴亭、

夏峰，出于挽救王学末流之弊，乃不期然由王学返之朱子学，虽无门户之见，仍兼采朱、王，却因王学末

流之弊，有与王学渐离渐远之感。以此倒看撰《王守仁》时的钱氏，原本也由《明儒学案》认识梨洲之

学，故自《国学概论》到《王守仁》时，梨洲同在此列。

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细辨梨洲由《明儒学案》至《明儒学案序》的学术递进，显然视梨洲有

一中晚年学术的转变，最终摆脱东林以来论学束缚，在传统旧贯下开出新局面。因此，钱书于梨洲一案后

附陈乾初，即因“梨洲晚年思想之转变，固与乾初有关系也。”④遂以之考论梨洲中晚年学术之一大变。

钱氏称乾初《大学辨》“最要议论，厥在其辨‘知止’一事。”详论道：

　　乾初已不信有所谓理者，可以赅备天下古今事物之变而无遗，既无赅备天下古今事物之变而无遗之理，

即无赅备天下古今事物而无遗之至善。吾心之知，既不足以知此赅备天下古今事物之变而无遗之至善以为止

境，而使吾可以为定、静、安、虑、得之凭借，则为学真血脉，惟有凭我良知，知到这里即行到这里，为逐

层之上进。而朱子《格物补传》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实为永难到达

之一境。若必如此而后可以为知至，而后可以言意诚心正，则必意永无由诚，心永无由正，而修、齐、治、

平，亦遂永无由入手矣。梨洲极重阳明致良知，谓“致字即是行字，以救后人悬空求理，专在知上讨分晓之

非”。其实乾初辨《大学》，正是阳明良知学一极好之助论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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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穆：《王守仁》，第 78−79 页。

②钱穆：《王守仁》，第 100、102 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6 页。

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49 页。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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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清晰显现，乾初辨《大学》乃对传统理学的根本突破。梨洲晚年学术变更前，不以乾初疑《大

学》为然，也即对理学传统所必争者仍牢执坚守。有意思的是，钱书揭示了梨洲既重视阳明致良知，又疑

对良知学为一极好助论的《大学辨》，这一带有矛盾性的描述，反照钱氏对梨洲中晚年学识迁变的考究确

实是基于对“良知学”的新理解。

返回《大学问》，可加深理解。钱氏称《大学问》“真可作王门的教典”。因为此书“开宗明义，便

提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是宋明理学传统精神所在”。在此传统精神下，又“讲明明德与亲民，内外交

融，体用一贯，而以灵昭不昧的良知为分善别恶的准绳，即为至善之极则。他阐发《大学》三纲，即已括

尽自己讲学宗旨”。以良知为“至善之极则”，与钱氏论乾初《大学辨》一致，以之超越朱子《格物补

传》，实际已突破理学，达“内外交融，体用一贯”的新境。然钱氏仍憾于阳明“分述格致诚正的几层工

夫……总不免使人读了，觉其有牵强文义之憾”。故要分别“阳明的意见”与“阳明意见和《大学》原文

本意的异同”，以为“只要知道阳明自己的见解确是如何便得。阳明也不过借着《大学》来发挥他自己的

见解”。若检视“虽也讨论《大学》格物致知诚意，因没有紧贴着《大学》原文”，便觉其“比较发挥得

明畅而又无病。学者循此以求，自不难得阳明自己的真意所在”。

相比于“阳明平素在他内心深处，确实信仰《大学》，信仰朱子，他自己有了启悟，他必诉合之于朱

子和《大学》，他到底感不到‘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谦矣’的一境”①，梨洲晚年一变似更彻

底，他“于其往昔牢执坚守之见解，为理学传统所必争者，已渐放弃。其于乾初论学宗旨，倾倒之情，亦

与年俱进也。然《大学》乃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梨洲以正学传统自负，至此乃不免谓‘更

改与废置相去亦不甚远’，此见学术思想走到尽头处，不得不变，尽有豪杰大力，亦无如何。乾初说经卓

卓，固为开风气之先，而梨洲之虚心善变，其思想上逐层转换，逐层迁移，正足以说明理学将坠未坠时对

于学者心理上所生一种最深刻精微之变化”。②故王、黄二人晚年学说，“皆可会通”，钱氏心目中学术

的理想也寄托于二人晚年定论。

故钱氏“综斯以观，梨洲论学，虽若犹承明人之传统，而梨洲之为学，则实创清代之新局”。此新

局，反映于梨洲的学术面目，则为：“门路虽广，而精神所注，则凝聚归一，盖欲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

精洁纯粹之知。以广泛之智识，造成完整之人格。内外交养，一多并济。仍自与后之专尚博雅者不同

也。”其人“论学极重统整，而不主分析”，“其意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

其愿力之宏，气魄之大，良可叹敬”。“且梨洲之意，犹不仅此”，乃“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犹不仅

儒林、文苑、道学之合辙而已也”。③

梨洲论学之集合“儒林、文苑、道学”，推“学术、事功而一之”，可上通于阳明《拔本塞源论》，

体现“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且突破“理学”的束缚，比阳

明仍固守“理学”框架更进一层，而为新时代的新格局。钱氏悬之为人类社会所永远追求的理想，寄托于

阳明至梨洲的“心学”演进，其中虽学说面貌随时代而变，创通经义、革新政治的精神则一以贯之。

五、结 语

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醒目地提出“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论断，内含如何审视“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脉络的关键，乃贯串全书的论学逻辑，具有先行起点的性质。此为钱书与梁书在论学意见

上的根本相异处，相对应的是梁书“理学反动说”背后所预流的“五四”以来“新思潮”下以“科学”返

看“宋学”的主流，故转以“宋学”顺看“近代”，介入时代议题，不仅与梁书“意见相异”而已。

因此，“识宋学”为钱书最为根底的起始论学要点。首先，驳周敦颐为“宋学”开山的说法，证安

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①钱穆：《王守仁》，第 87−90 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55−56 页。

③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3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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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泰山为“宋学”的开始，从“宋学”的源头澄清整体“宋学”的真精神，以驳正五四“新思潮”下以

 “科学方法”重估“宋学”以致“宋学”等同于“玄学”的主流论点，重视“宋学”为政教立本，有别于

山林、场屋的一冷绝于世事、一热衷于功利的态度，而以绝大的为生民立命的抱负，注入政教实事的大精

神。其次，在揭示“宋学”整体真精神的基础上，更注意宋明理学的“自身进化”。本就反对“道统”一

统观念的钱穆，在驳正周敦颐的宋学开山说时，连带破除《近思录》所确立的伊洛渊源，动摇了朱子学的

独尊地位与论述理学脉络的不二位置。破一统，故重流变。在钱氏论说中，“自阳明出，而理学之天地乃

一新”，解决理气二元之弊，又免周敦颐、张载甚至朱子“断港绝潢”的弊病，集合内外，有体有用，贯

通政治教育，道德才能，已突破通常意义上的“心学”，而可为之后学术开出一片新天地。

正是在此基础上，以辨清初学术的新趋，钱穆才独重能集合“儒林、文苑、道学”的黄宗羲之学，谓

其推“学术、事功而一之”，尤其是黄氏晚年学说可上通于阳明晚年的《拔本塞源论》，体现“内圣外

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的意趣，又能突破“理学”的束缚，开出新时

代学术的新局面。钱穆对此寄托甚深。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中山大

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重点培育项目”（19wkzd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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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Song Study and Identify New Trend: The Academic Purport
of Qian Mu’s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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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fine  Song  Study  to  understand  modern  times”  is  the  logic  of  Qian  Mu’ s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  which  fundamentally  differences  from  Liang  Qichao’ s

works. Meanwhile, Liang’s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Counteraction” secretly conformed to the times

by examining Song Study with Science.  To define and clarify  the essence of  Song Study,  the primary issue

was  to  refute  the  argument  that  Zhou  Dunyi  is  the  originator  of  Song  Study.  In  the  next  place,  to  break

Orthodoxy, Qian Mu recognized Wang Yangming’s “Learning of Conscience” as the self-evolution result of

Song Study. In this context,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Huang Zongxi, which corresponded to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Clearing up Source and Restoring Purity, embodied the lofty realm that “Be internal saints and external

kings. Balanc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though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use this one principle to cover

all  politics,  education,  moral  and  talents.”  Qian  Mu  used  these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Song  Study  and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Key  words:   Qian  Mu,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  Song  Study,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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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篇幅问题，本文仅是论钱书的上篇。以此篇所揭示的宋明学术新局，观照后续学术走向，可以破除今人所谓钱书意在揭示清代“汉学”

出于“宋学”以此来消解“汉宋”门户的判断。事实上，钱书旨在说明清廷去除阳明一系学说，立程朱之学，激出“汉学”，非学术的自

然进化，而为“全盘西化”（满化）的结果。因此需上承梨洲，接上中国学术传统。学史与写作语境遂连贯一体。有关此层意思，会在下

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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